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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制度与公众参与效果
赵志磊

(江苏警官学院 公安管理系,南京210000)
摘 要:文章利用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研究了公众参与制度对公众参与效果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通过研究发现,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这种促进作用可以通过全事项

公众参与、全过程公众参与以及公众参与组织化这三种路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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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社

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也为规范三者的关系提供了

总体性框架[1]18。在社会领域中政府与公众、公权

力与私权利的关系是核心问题,而公众参与是破解

该问题的唯一理想方案[2]。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

出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

分体现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继承和发

展以往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为提高重大

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我国各级地方政府

将公众参与作为重大行政决策机制的关键环节,并
对公众参与的制度内容做出调整和修订,社会管理

领域正由政府独治、单向被动和形式民主向多元共

治、双向互动和实质民主转变。为探究重大行政决

策中公众参与制度内容的变化对公众参与实践效果

的影响,本文聚焦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重大行

政决策程序规定》,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公众参与的制

度文本进行分析,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我国各地区公

众参与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分析政策的实践效果,并
在内容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重大行政决

策中公众参与制度的优化方向。
一、公众参与制度的内容分析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

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指出,为进一步扩大公众参

与,应明确公众参与事项范围、规范公众参与方式和

完善公众参与渠道。该文件的颁发为各地区公众参

与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这恰恰是公众参与

的必要前提[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并将公众参与作为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精神,为保

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精神,我
国部分省、市、自治区率先构建开放型重大行政决策

机制,对各自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涉及公

众参与的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并将公众参与作为

重大行政决策机制的关键环节[4]。但由于各地方因

传统政治文化、社会治理理念、公众参与重视程度等

方面的巨大差异,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不尽相同。
部分地方存在公众参与限制条件较高、决策过程中

政府与公众地位不平等、缺乏回应性等问题,反映出

我国部分地区公众参与制度的开放程度依然偏低。
因此,本文基于公众参与的内涵,从公众参与事

项、公众参与环节、公众参与方式、回应与反馈[5]等

4个方面来界定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通过Q检

验-聚类分析法对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公众

参与制度开放程度进行测量。
(一)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行政决策是社会不同主体围绕政治意识形态力

量进行协商达成均衡的体现,协商均衡态的达成离

不开行政决策过程中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因而

构建交涉性的公众参与过程成为行政决策的重

点[6]。《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为规范、保障和发

挥不同利益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利益和作用

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因此,各省、市、自治区在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涉及公众参与的制度内

容成为分析政府与公众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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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据,它客观地记述了政府对重大行政决策的意

图,真实地反映了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的地位,通过

检验各样本地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公众参

与的制度内容在表达上的差异,综合测量各样本地

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
我国共有34个省级行政单位,因部分地区数据

收集困难,纳入本文分析范围的有27个省级行政单

位(不包括新疆、西藏、海南、贵州、香港、澳门、台
湾)。本文选取北大法宝和中华法律文书网的所有

省一级关于重大行政决策的地方政府规章共27份

作为分析样本。
测量采用Q检验的方法,研究实践证明使用一

系列变量对表达的强度进行测量和比较,Q检验方

法是较为适用的[7]42-60。本文通过Q检验方法提取

各样本地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的量值,并运用数

学模型和代数公式来描述各地公众参与制度的开放

状态。在对原始文本内容分析后,首先,以公众参与

事项(A)、公众参与环节(B)、公众参与方式(C)回

应与反馈(D)、作为测量变量对制度内容进行编码,
从27份文本材料中筛选出各测量变量的“基本单

元”。其次,确定各测量变量的维数。变量A:公众

参与事项从范围、特征的表达来进行限定;变量B:
公众参与环节从形式、内容的表达来进行限定;变量

C:公众参与方式从种类、内容的表达来进行限定;
变量D:回应与反馈从公开、使用的表达来进行限

定。再次,运用Q检验法对各变量的“基本单元”进
行表达程度的测量,得出各样本地公众参与制度开

放程度的综合得分。见表1。
(二)研究分析与研究发现

1.Q检验中数据的分布

Q检验数据分布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在Q检

验中,数据的分布状态大致趋向为统计学上的“正态

分布”。因此,Q检验数据的主要特征即为对称,其
图形表现为处于中间的种类是“凸起”的,且数量最

为庞大。

表1 27个样本地公众参与制度的开放状态数据分布

顺序数 顺序值
变量

变量A 变量B 变量C 变量D
类别值

1 2 A20,A17 B6,B12 C3,C27 D3,D24,D27 -2

2 3 A14,A19
B2,B3,B4,B7,B8,

B11,B15,B19,B21
C4,C19,C24,C14

D8,D16,D17,D20,

D21,D23
-1

3 4

A2,A3,A4,A6,A7,

A8,A9,A12,A16,A18,

A21,A22,A24,A27,A15,

A25

B5,B9,B16,B17,B18,

B20,B24,B25,B26,B13,

B14,B27

C1,C2,C6,C7,C8,

C9,C10,C11,C12,

C13,,C15,C18,C21

D1,D2,D4,D5,D6,

D7,D9,D10,D12,

D19,D14,D15,D26

0

4 3 A1,A10,A11,A13,A23 B1,B10,B22
C16,C17,C20,C23,

C25,C26
D11,D13,D18,D25 1

5 2 A5,A26 B23 C5,C22 D22 2

  注:变量A、B、C、D后1-27的含义分别是:1-安徽;2-北京;3-福建;4-甘肃;5-广东;6-广西;7-河北;8-河南;9-
黑龙江;10-湖北;11-湖南;12-吉林;13-江苏;14-江西;15-辽宁;16-内蒙古;17-宁夏;18-青海;19-山东;20-山

西;21-陕西;22-上海;23-四川;24-天津;25-云南;26-浙江;27-重庆。变量 A-公众参与事项;变量B-公众参与环

节;变量C-公众参与方式;变量D-回应与反馈

  2.信度与效度

本文由两名评分者对所有基本单元进行测量,
并通过计算评分者相关系数和合成信度来对评分者

的一致性程度进行比较检验。计算公式为:r=

∑d2i,p/K ,其中,i和p 代表两个评分者。K 由

描述性 数 据 分 布 和 基 本 单 元 的 总 数 决 定。K =
x1(y1-y5)2+x2(y2-y4)2 ,其中,x为某一顺序

值中的总数;y为顺序数。
测量后发现评分者相关系数的平均数为0.65,

两位评分者的合成信度为0.79,说明评分者之间存

在较高的一致性,一致性程度高于纯粹的随机测量。

3.分析测量数据

计算各变量表达程度的公式如下:

Vj =∑(dc)/N ,(j=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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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j 代表第j个测量变量的表达程度;dc代表

对既定基本单元进行描述性联结处理后所赋予的类

别值。计算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的综合得分:

V综合 =V1+V2+V3+V4 ,各省(市、自治区)综合得

分结果见表2所示。

表2 27个样本地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综合得分

V1 V2 V3 V4 V综合

安徽 0.037 0.037 0 0 0.074

北京 0 -0.037 0 0 -0.037

福建 0 -0.037 -0.074 -0.074 -0.185

甘肃 0 -0.037 -0.037 0 -0.074

广东 0.074 0 0.074 0 0.148

广西 0 -0.074 0 0 -0.074

河北 0 -0.037 0 0 -0.037

河南 0 -0.037 0 -0.037 -0.074

黑龙江 0 0 0 0 0

湖北 0.037 0.037 0 0 0.074

湖南 0.037 -0.037 0 0.037 0.037

吉林 0 -0.074 0 0 -0.074

江苏 0.037 0 0 0.037 0.074

江西 -0.037 0 -0.037 0 -0.074

辽宁 0 -0.037 0 0 -0.037

内蒙古 0 0 0.037 0 0.037

宁夏 -0.074 0 0.037 -0.037 -0.074

青海 0 0 0 0.037 0.037

山东 -0.037 -0.037 -0.037 0 -0.111

山西 -0.074 0 0.037 -0.037 -0.074

陕西 0 -0.037 0 -0.037 -0.074

上海 0 0.037 0.074 0.074 0.185

四川 0.037 0.074 0.037 -0.037 0.111

天津 0 0 -0.037 -0.074 -0.111

云南 0 0 0.037 0.037 0.074

浙江 0.074 0 0.037 0 0.111

重庆 0 0 -0.074 -0.074 -0.148

  分析测量数据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公众参与事项。该项体现了重大行政决策

面向公众开放的领域和范围。这一类得分较高的有

广东、浙江,得分较低的为宁夏、山西等。总的来看,
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治理理念趋于保守的地区得分

偏低。
(2)公众参与环节。该项体现了重大行政决策

在议题确立、信息收集、建立决策标准、制定备选方

案、方案评估和决策等过程与公众参与进程的有效

联接。这一类得分排名较高的为四川,四川在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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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信息收集、制定备选方案、决策等环节明确规

定与之相配套的公众参与的具体措施,而得分较低

的有广西、吉林。
(3)公众参与方式。该项体现了公众选择参与

形式的多样性、可操作性,这一类得分排名较高的有

广东、上海,而得分较低的有福建、重庆。
(4)回应与反馈。该项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公众

参与结果的重视、接受程度,这一类得分排名较高的

有上海,得分较低的有福建、天津、重庆。

在综合得分上,上海、广东、四川排名前3位,浙
江、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份紧随其后,山东、重庆、福
建则排名靠后。

4.聚类分析

为了更好地验证上述的排名情况,再次对各样

本地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进行等级划分。本文依

据测量的综合得分,采取Kmeans聚类方法对数据

进行分析,根据此方法得出的结果划分区域等级。
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7个样本地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综合评价

类别 地区

第一类 上海、广东、四川

第二类 安徽、湖北、湖南、江苏、青海、云南、浙江

第三类
黑龙江、内蒙古、北京、福建、甘肃、广西、河北、河南、吉林、

江西、辽宁、宁夏、山东、山西、陕西、天津、重庆

  最终聚类得到3类集合,此3类集合的占比分

别是11.2%、25.9%、62.9%。另外,类别3的占比

超过50%,意味着这一类别集合占据绝大多数。得

到聚类类别后,系统默认生成一列数据表示聚类类

别。为深入了解各类别的详细特征,通过进行方差

分析,发现聚类类别群体均具有显著差异(P<
0.05),同时也表明通过聚类分析得出的3类群体特

征有明显差别。
通过表3,我们能够发现,在27个样本地区中,

能够划分到第一类和第二类的较少,大多都划分在

第三类。
第一类地区:上海、广东、四川。这些地区经济

发展较好,地方政府在社会领域多采取参与式治理

模式,测量的综合得分远高于其他地区。但也存在

一定的问题,例如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公众参与意识、能力和组织化程度较高,但公众参与

事项设计较为模糊,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
指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涉及较大群体切身利益的,
应当组织公众参与”,此项规定涉及不确定概念“较
大群体”“切身利益”,没有明确组织公众参与事项的

标准、范围,这样决策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开展、以
何种方式开展公众参与,这为封闭正式的公众参与

渠道留下可能。广东、四川两省在回应和反馈方面

表现较差,对征求到的公众意见或建议在是否进行

反馈和以何种形式反馈上缺少详细规定,这为消极、
被动的应付式回应留下可操作空间。

第二类地区:包括安徽、湖北、湖南、江苏、青海、

云南、浙江7个省。这些地区在4个方面的得分均

达到平均水平,个别方面高于其他大多数样本地区。
第二类地区分布广泛,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

平原地区和西部高原欠发达地区,这表明区位、地
理、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并不会阻碍地方政府由传统

社会管理模式向现代多元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
第三类地区: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北京、福建、

甘肃、广西、河北、河南、吉林、江西、辽宁、宁夏、山
东、山西、陕西、天津、重庆等17个样本地。这些地

区除涉及中西部、东北地区以外,北京、天津、重庆三

个直辖市和福建、山东两个沿海地区也在其中。从

调查数据来看,在这些样本地多采取政府主导型行

政决策模式,政府主导重大行政决策,政策信息资源

较为封闭,重大行政决策呈现单极化,缺乏政府与公

众间的良性互动,公众参与制度规范性不足,缺乏回

应性,各项得分勉强达到或明显低于平均水平。
三、公众参与的有效性评价

(一)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概念及测量

有效的公众参与就是指公众能够从重大行政决

策过程中清楚地了解和理解行政决策内容,有机会

和途径提出意见或建议,并且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在行政决策方案中能得到反映或反馈。因此,本
文将公众对重大行政决策信息的知晓程度(表中简

写为ZX)、公众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评论程度

(表中简写为PL)、公众对重大行政决策结果的影

响程度作为评价公众参与有效性(表中简写为YX)
的3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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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3个维度,本文设计3个题项:
(1)了解和理解重大行政决策草案的内容;
(2)向政府或决策承办单位提出自己的意见或

建议;
(3)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行政决策方案中得到

反映,或得到反馈。
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1表示“非常困难”,

2表示“比较困难”,3表示“一般”,4表示“比较容

易”,5表示“非常容易”。
(二)调查方法和样本情况

此次调查采用了问卷的形式,调查问卷面向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发放,但因部分地区数据收集困

难,或有效问卷数量偏少,纳入分析范围的有27个

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新疆、西藏、海南、贵州、香港、
澳门、台湾)。调查共计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问

卷3315份,有效问卷为3196份。在样本中,男性

1777人,占55.6%;女性1419人。18-30岁(含)
之间共393人,占12.3%;31-40岁(含)之间共914
人,占28.6%;41-50岁(含)之间共898人,占

28.1%;51-60岁(含)之间共677人,占21.2%;60
岁以上共313人,占9.8%。高中以下学历为822
人,占25.7%;专科学历1169人,占36.6%;本科以

上学历1205人,占37.7%。总体来看,样本具有代

表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问卷质量。
(三)实证分析

1.信度检验

从表4中能够得出,删除后问卷信度系数值为

0.782,表明此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在
对任一题项进行删除处理后,并不会影响到其信度

系数,充分表明此数据信度较高,可以应用于后续的

分析工作中。
表4 问卷信度统计表

校正项总计

相关性(CTTC)
项已删除的

α系数
α系数

ZX 0.601 -

PL 0.66 -

YX 0.609 -
0.782

  2.效度检验

从表5中可以得知:(1)3个题项所对应的共同

度值都高于0.4,表明该题项的数据信息能够被有效

提取;(2)KMO 值大于0.6,表明数据具有较高的效

度;(3)因子方差解释率值以及旋转后累积的方差解

释率值均大于50%,表明可以有效提取该研究项的

信息量;(4)各题项的因子荷载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

0.5,能够充分确认因子与题项的对应关系。
表5 问卷效度统计表

因子载荷系数 共同度

ZX 0.749 0.561

PL 0.872 0.76

YX 0.845 0.714

特征根值(旋转前) 2.035 -

方差解释率(旋转前)/% 67.840 -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前)/% 67.840 -

特征根值(旋转后) 2.035 -

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67.840 -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67.840 -

KMO 值 0.659 -

巴特球形值 2626.535 -

df 3 -

p值 0 -

  3.分析测量数据

首先,对“了解和理解重大行政决策草案的内

容”题项进行分析。对各样本地区均值比较后发现,
广东为3.06,这表明该地区的公众总体上认为了解

和理解重大行政决策草案的内容较为容易;重庆、甘
肃分别为1.86、1.93,这两个地区的公众则总体上认

为了解和理解重大行政决策草案的内容较为困难。
其次,对“向政府或决策承办单位提出自己的意

见或建议”题项进行分析。对各样本地区均值比较

后发现,上海为2.59,这表明该地区的公众总体上认

为向政府或决策承办单位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较

为容易;宁夏、山东分别为1.77、1.78,这两个地区的

公众总体上认为向政府或决策承办单位提出自己的

意见或建议较为困难。
再次,对“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行政决策方案中

得到反映或得到反馈”题项进行分析。对各样本地

区均值比较后发现,上海为2.81,这表明该地区的公

众总体上认为提出的意见或建议在行政决策方案中

得到反映或得到反馈较为容易;重庆、福建分别为

1.41、1.58,表明这两个地区的公众总体上认为提出

的意见或建议在行政决策方案中得到反映或得到反

馈较为困难。

4.公众参与有效性评价的总体情况

公众参与是因政府应对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合理

性的需要而产生的,后逐渐发展成为各级政府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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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领域的常态形式[8]。然而,从目前来看,在公众

参与形式常态的背后却存在着公众对行政决策

过程和行政决策本身知晓、评论和影响程度偏低

的现象,说明在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有效性

严重不足。数据调研结果表明,分别有19.8% 和

48.8% 的受访者认为“了解和理解重大行政决策

草案的内容”是“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的”,排除

公众知识、能力的差异后发现,无论是征求意见

稿或决策草案公布之前的政府内部运作,还是公

布之后行政决策信息资源的封闭、不全面都直接

或间接导致了公众知晓程度偏低;分别有25% 和

48.7% 的受访者认为“向政府或决策承办单位提

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是“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

的”,在对27个样本地区行政单位的《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规定》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其中有13
个省级行政单位在行政决策的议程确立环节封

闭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直接向政府有关部门

提出决策建议的通道,仅有4个样本区行政单位

允许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决策草案或征求意

见稿公示期间提出其他决策方案。机会和途径

的缺乏严重挤压了公众表达意见和建议的空间。
分别有30.8% 和45% 的受访者认为“提出的意

见或建议在行政决策方案中得到反映或反馈”是
“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的”,27个样本地区中仅有

3个省级政府将社会公示报告作为重大行政决策

的重要参考依据,并要求对未予以采纳的意见或

建议采用适当方式向公众做出说明,而大多数地

区对征求到的公众意见或建议在是否进行反馈

和以何种形式反馈上缺少规定,回应性的缺失严

重影响公众参与的实效性。
(四)公众参 与 制 度 与 公 众 参 与 效 果 之 间 的

关系

1.相关性分析

本部分对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和公众参

与有效性进行相关性分析,同时利用 Pearson 的

相关系数对两项关系的强弱情况进行分析计算

可以看出,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和公众参与有

效性之间的关系数值是0.943,且P<0.01,具有

显著性,充分表明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

2.回归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来判断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

度和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影响关系,将公众参与制

度开放程度作为自变量,公众参与的有效性作为

因变量进行分析,如图1所示,其模型R 的平方

值是0.889,这表明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可以

解释公众参与有效性的88.9% 变化原因,说明公

众参与有效性的变化有88.9% 是由公众参与制

度开放程度引起的。基于此,在对模型进行F 检

验,发现F=200.573,P<0.05,充分表明公众参

与制度开放程度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必然会发生

影响,模型公式为:公众参与有效性=2.065+2.
449*公 众 参 与 制 度 开 放 程 度。具 体 分 析 后 发

现,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是2.499,

P<0.01,这表明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能够对

公众参与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如图1所见。

图1 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与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散点图

  综上所述,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与公众参与

有效性之间具有较高正向关联度,公众参与制度开

放程度对公众参与有效性产生较为显著的正向

影响。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探讨了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对公众参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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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的影响,利用内容分析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验证

了公众参与制度开放程度对公众参与有效性具有较强

的正向影响。当体制内、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无法倾听、
回应、满足公众利益诉求,甚至沦为一种形式时,公众

就会转而寻求体制外、非制度化的参与途径。应当说,
当公众参与制度的开放程度较低时,公众参与的有效

性必然大打折扣。因此,本文认为各地政府应建立健

全开放型重大行政决策模式,发挥公众在社会治理和

重大行政决策中的主体作用,通过扩展公众参与事项,
加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公众参与的组织化,保证公众

参与结果的合理利用,从而切实提高公众参与效果。
第一,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全事项参与。大多数样

本地区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将公众参与事项范

围限定在“凡是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

关的重大行政决策”上,此项规定涉及不确定概念“利
益密切相关”,未能明确公众参与事项的标准、范围,赋
予了决策承办单位在组织公众参与上的自由裁量权,
这为封闭正式的公众参与渠道留下可能。因此,应将

公众参与事项范围限定在“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事项外,
重大行政决策政府应组织公众参与”。为避免公众参

与事项范围拓展后对重大行政决策成本与效率产生的

负面影响,应进一步明确划分公众参与级别,对重大行

政决策涉及的不同事项按照与公众利益密切程度、影
响程度、参与可行性等标准,判断政府应当采取的公众

参与级别,每一级别对应不同的公众参与目标。
第二,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全过程参与。大多数

样本地区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仅在 “议程确立”
和“决策”环节设置公众参与,其他环节公众参与缺失,
这种缺失加重了政府与公众间信息的不对称、主体地

位的不平等、影响程度的不均衡。因此,应根据重大行

政决策过程设置相互对应、紧密衔接的公众参与阶段:
重大行政决策的议程确立阶段,对应公众参与的决策

内容知晓阶段;重大行政决策的信息收集阶段,对应公

众参与的理解决策相关信息阶段;重大行政决策的决

策标准确立阶段,对应公众参与的理解决策评估标准

阶段;重大行政决策的备选方案制定阶段,对应公众参

与的各方利益表达阶段;重大行政决策的备选方案评

估阶段,对应公众参与的理解各方案预测结果阶段;重
大行政决策的制定决策阶段,对应公众参与的各方利

益平衡阶段。
第三,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组织化。现阶段,

我国各地将公众参与的重心放在决策后草案的社会讨

论环节,“原子化”的公众个体围绕重大行政决策草案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多为细节上的修改,利益诉求严重

分化,聚合性较差,难以形成共识性的公益诉求。因

此,将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重心前置,在制定备选

方案环节促使相同利益诉求的公众形成集合,以“集合

形态”提出多个具有竞争性的备选方案,在备选方案评

估阶段对各方案可能的政策结果进行预测,并将各方

案的预测结果向全社会进行公示,使公众更清晰地了

解不同备选方案对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为

公共政策实施凝聚更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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